
一冷一热
2月7日，国内第三方调查机

构向社会发布《全国公共服务热
线服务质量独立测评报告》。在
针对全国25个省市的207条公共
服务热线进行了3个月的独立测
评后，发现当你拨打政府公共服
务热线的时候，你有 1/5 的可能
性，发现热线打不通；而在能打通
的热线中，你有 1/3 的可能性需
要拨打两次以上；越是政府职能
部门的直属热线，打不通的概率
越高；如果与肯德基、麦当劳这些
耳熟能详的商业服务热线作比
较，会有超过 2/3 的政府公共热
线败下阵来。 薛红伟

2月10日，济南交警查处了醉酒驾车的司
机李某，并依法予以刑事拘留。根据济南交警部
门出台的酒驾新规，与李某同桌吃饭并同车而行
的女性王某，或将因未尽到劝阻义务而受到相应
的处罚。自2月9日起，济南市交警部门针对酒
驾问题，出台并实施抄告单位、追责同饮者、强制
刑拘等一系列“新政”。（《人民日报》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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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人们注意到，此次新鲜出炉的幸福广东
综合评价报告，与过往以地区生产总值为考核指标
的评价体系相比，囊括了就业和收入、教育和文化、
医疗健康和卫生、人居环境十项一级指标，并为之
设定了不同比例。由此，广州、东莞和珠海分别位
列前三，而人均GDP位居广东第一、人们印象中最
为发达的深圳，却以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每万
人拥有公共文化设施面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万
人治安和刑事警情数等指标均落后于全省平均水
平，名次靠后。

在仍有不少地方主政者崇拜GDP考评模式的
当下，广东一改过去“重物轻人”的片面性，不再以
GDP论英雄，在“幸福指数”测评中充分考虑全省
区域发展差距较大的实际，分珠三角和粤东西北实
行差别化评价，既考虑增量又考虑存量，客观公正
地反映了各地建设幸福广东的现状、进步和短板，
让人期待。尽管测评“结果”目前没有多大约束性，
但却具有很强的导向性，或能引发“倒逼效应”。

一是能“倒逼”各级政府审视改善民生福祉方
面的“短板”。常识告诉我们，幸福是很难被量化
的，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幸福感受。
正视不足，在改善民生上比拼投入，以“幸福指
数”代替GDP，用人民幸福来评估发展，着力解决
好食品安全、看病难、入学难、大学生就业、保障
性住房等现实问题，化交通拥堵、社会治安等难
题于无形，让百姓在工作、生活、收入、消费、居
住、环境等方面有一个综合的“幸福”感知，则是
提升“指数”的首要之选。

二是能“倒逼”各级干部探寻百姓幸福的“最大
公约数”。于普通民众而言，“幸福感”绝非那些冠
冕堂皇的政绩工程，更多时候则由细微处而生。楼
有多高、路有多宽、GDP排位第几，可能没有想象
的那么重要，而诸如生病时得到及时地救治，挤公
车时有足够的尊严，过马路时有足够的安全感等

“小事”，反而更能让他们感同身受，影响到他们的
“幸福指数”。因而，远离形式和作秀，想方设法把
“小事”做成“大事”、“实事”，更能提升百姓“幸福指
数”的权值。

令人欣慰的是，广东版“幸福指数”综评报告，十
项一级指标针对的都是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无论是客观评价指标还是主观评价
指标，最后的指向都是“由老百姓说了算”，且正在引
发“倒逼效应”。只要在考核测评过程中防止选择性
考量或人为拔高，只要各级官员情系民生，问效于
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全力用“辛苦指数”去换取
群众的“幸福指数”，就一定能打造一个实至名归、让
人羡慕的“幸福指数”广东范本。 高福生

人们(包括司法界)之所以对吴英案争议颇大，主
要不在于吴英所犯的“罪”的恶性程度。若严格按照现
行刑法的字面意义，吴英被判死刑并无不当。浙江省
高院认定，吴英非法集资7.73395亿元，实际集资诈骗
3.84265亿元。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吴英也在
二审中当庭认罪。而吴英集资款中固然有不少富人的
钱款，甚至可能还有某些贪官的赃款，但最多的恐怕还
是升斗小民牙缝中省下的积蓄，一旦打了水漂，不但是
他们的损失，而且可能影响社会的稳定。

问题是两年多前的吴英案一审之后，中国的刑法有
了重大修改，取消了13个死刑罪名。这是全国人大常委
会去年2月25日通过，去年5月1日实施的。取消死刑的
13个罪名中，与吴英一案相近的也只有“票据诈骗罪，金
融凭证诈骗罪”，吴英案一审被指控的“集资诈骗罪”并不
在被取消的死刑罪名之列。不过，“集资诈骗罪”是否要
取消死刑也曾在全国人大中热烈讨论过，据说因为“意见
尚不统一”而未列入正式取消之中。中国取消13个死刑
罪名是凸显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人权的保障，是慎用、少用
死刑，那么，在是否要取消“集资诈骗罪”尚在讨论的背景
下，判吴英死刑是否显得轻率了一些？

一段时期以来，民间借贷风险处于高发期，借款人
或是潜逃或是破产，放款者或是血本无归或是追债生
事。民间借贷风险频发，不仅扰得经济领域人心惶惶，
且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局面。可能，正是本着“民间融
资要阳光化，非法集资要严厉打击”的当前政策精神，
浙江高院二审才不考虑死缓？

民间借贷自古就有，可那是指民间为了生活私用
而相互借贷。为了投资做生意发生的借贷似不在这个
范围之中。而在这个意义上的民间借贷、民间金融本
来是没有这个词汇的，只是因为我国银行是清一色的
国有银行以后才出现的。从理论上来说，中国为了投
资做生意的所有的民间借贷、民间金融都是非法的。

前年6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为促进中
小企业加快创业创新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导意见》，明
确对一些具有集资特点的民间借贷行为可不认定为“非
法集资”，并可酌情不作犯罪处理。去年12月，最高人民
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促进经
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两个《意见》和《通知》都
试图厘清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民事与刑事边界，可是最
后似乎都没有明确界限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

现在好多地方政府出台容许民间借贷的政策规定，
可是其内容似乎都是把民间借贷和民间金融收编到国资
控制的金融系统中去。民间借贷、民间金融当然需要在
政府监管之下，这样，才能安全，才能不扰乱整个金融秩
序，并给宏观调控管理者提供正确的市场信号。可是根
据现行所有的政策法规，仍然不能清晰地见到一个独立、
合法的民间借贷、民间金融的法定形式。只要没有独立
的民间借贷、民间金融的合法形式存在，任何以投资做生
意为目的的民间借贷、民间金融都是“非法集资”。

当然，吴英一案并不完全符合《意见》和《通知》及
其他地方出台的容许民间借贷政策的全部要件，但是
参照考量新的法律法规，参照民间借贷仍然不清晰的
现状，适当考量从轻似乎还是需要思量的。 沪 文

“饭局太疯狂”
所表现的文化贫瘠

上下五千年的底蕴，其实隐藏着无数的文化
传承。导致很多人疲惫不堪的饭局，同样是一种
文化，就像已经被人们熟知的酒文化一样。饭局
中能够吃出来的，不仅仅是饭菜的酸甜苦辣，还有
百态的人生与生活。确切地说，人们对于饭局的
疲惫，更是对饭局文化所延伸的人际交往与生活
方式的一种厌倦。

如果大家留意描写历史的影视作品，都会发
现，吃饭喝酒构成了当时人们的主要背景。不管
是《三国演义》还是《水浒传》，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的场景都频繁出现。但很多时候，饭局上的人也
许并不在意吃了什么、喝了什么，而是在意这种氛
围。在很多人看来，透过饭桌、酒桌上的表现，能
够看出一个人的人品等诸多方面。这可从酒文化
中诸多顺口溜，比如“能喝三两喝半斤，这样的人
有长进”上有很多体会。也正是因为饭局里有这
么多玄妙，有这么耐人寻味的底蕴，使得饭局成了
人际交往的一个重要舞台。

饭局文化也只是特定时期的一种无奈选择。
以前，物质生活相对贫瘠，很少有人觉得出入饭局
是一件很苦恼的事，反倒会觉得很荣光，因为不是
每个人都有资格天天大吃大喝。那种时代背景
下，能把人请到馆子吃饭，也是一种尊重，一种地
位上的奉承，一种诚意的表现。这本身就是一个
姿态，而这个姿态以及由此所塑造的饭局文化，又
能够促进人际关系的拉近，无论对于关系还是生
意，都有益处。

但如今不同了，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经济的发
展，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满足，以往
对饭局的留恋感没了。很多时候，人们更愿选择
家宴来表达某种尊重的感情。饭局地位变化，吃
饭喝酒成了累赘，也就谈不上有尊重了。这种背
景下，人们或许应该考虑用多样的方式，来取代饭
局文化的单一，这既是对交际技艺的一种拯救，也
是对陷入饭局难以自拔者的一种挽救。

其实，这些年，包括喝茶、喝咖啡、打高尔夫等
等方式，已开始成了更多人社交的新选择。尽管
这些方式尚没有饭局那么大众化，但其所能够传
递的文化内涵，以及在人际交往上所表现出来的
新鲜感，让人充满期待。 傅万夫

不要曲解酒驾同饮
追责的制度善意

有人认为，作为同饮者，劝阻司机不要酒后驾车只
是一种道德责任，而非法定的义务，而追究酒驾同饮者
的责任于法无据，侵犯了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应该说，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

其实，天底下没有绝对的自由，没有人生活在真空
中，上有法律和规章制度约束，下有道德底线和文明规
范，我们的言行举止时时刻刻都需遵章守纪把握“分
寸”——而劝阻“同桌”不要酒后驾车则正是一种“分寸
内的自由”，纵然法律没有明文要求，亦是不可或缺的
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明知酒驾是违法行为，还不加以
劝阻，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助纣为虐”式的纵容，一旦构
成了社会危害，岂能不承担连带责任？

酒驾的公共危害性不言而喻。而在现实的社会环
境中，酒驾之所以发生，与同桌饮酒者的“过度劝酒”或
者麻木不仁有着莫大的关系。如果同饮者都能承担起
应有的社会责任，不需耗费太多的精力和成本，只需一
句善意的提醒，很多酒驾事件就不会发生。问题的关
键在于，愿意“管闲事”的人不多，反而是无视生命安全
和公共安全的“劝酒者”层出不穷。

某种意义上说，酒驾首先是一种不文明的陋习，之
所以上升到违法的高度，是因为其屡禁不止的普遍性
和公共危害性。对于酒驾而言，法律惩处只是治标的
手段，真要治本，说到底还是要大力培树敬畏文明的规
则意识和社会秩序——无论是驾车者的自律，还是“同
饮者”的他律，都同等重要。

事实上，这里所说的同饮“追责”，并不是要追究其
法律责任，而是一种批评教育，起到警示作用。在笔者
看来，这是适度的文明管制，而非限制公共权利。“约
束”是表象，而关爱和警示才是“内涵”，长远来看，获益
的是城市文明和公共安全。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来
看，公共管制制度在抑制不文明行为的滋生、惩处不道
德行为和优化社会道德环境等方面起着规范和导向的
作用。我们看到，这种公共管理理念已经为国内很多
城市管理者所借鉴，前几年沈阳对“光膀子”进行行政
管制，上海不允许市民穿睡衣出门，都在此例。

因此，不要曲解了酒驾同饮追责的制度善意。时至
今天，我们必须习惯和接受在公共领域内的文明管制，因
为这是整个社会规则意识成长的必要代价。 陈一舟

“雅贿”引发的思考

“雅贿”再雅也是贿，脱不了权
钱交易本质。“雅贿”之兴，从领导
干部自身方面反思，在于没有慎其
所好，摆正工作与生活、爱好与权
力的关系，让个人爱好成了廉洁堤
防的“蚁穴”。

其实，兴趣爱好人皆有之，领
导干部亦是如此。工作之余，适当
培养点个人爱好，可以放松心情、调
剂生活、涵养心灵。但作为领导干
部，对于个人爱好一定要清醒认识，
正确把握。如果把握不好，就会给
别有用心者可乘之机。

现在社会上一些人，由于受不
良风气和潜规则的影响，为了好办
事、快办事、办成事，常常不走正道
走邪道，经常挖空心思揣摩领导的
爱好。领导干部一旦认识上缺位，

思想上放松，行为上失控，就很可
能在“爱好”这一关失守，被别有用
心的人俘获。

浙江省临海市文化广电出版
局原局长周华清痴迷兰花，这位

“兰花局长”，在忏悔书里写道：“正
是自己养兰、爱兰，让别有用心的
人有机可乘，最终被兰花俘虏。”厦
门海关原副关长兼缉私局局长接
培勇，是个爱好书画的“风雅之
人”，开始并不买赖昌星的账，赖昌
星了解其爱好后，花重金邀请国内
九位知名书画家联合创作一幅《牡
丹图》送给他，终于一步一步把接
培勇拉下水。古训云：好船者溺，
好骑者坠，君子各以所好为祸。行
贿者说：不怕官员不爱钱，就怕官
员没爱好。前车之鉴历历在目，爱
好背后的“隐形染缸”之害，值得每
一个领导干部深思。

上世纪 70 年代，周恩来总理
陪同加拿大总理到洛阳访问。在
龙门石窟遇见有卖魏碑书法代表

作《龙门二十品》拓本的，周总理很
是喜爱，想买一套。谁知，一问价
钱要500元，他又恋恋不舍地放回
原处。在场的洛阳市领导见状说：

“总理，我们送你一套吧！”周总理
立刻严肃批评：“你这个同志怎么
能这样讲？国家的财产怎能随便
送人？”在周总理看来，个人的爱好
毕竟是私事，私事是决不能让公家
埋单的。由此可见，领导干部如何
对待自己的爱好，也是一面镜子，
折射出其能否抵御名利诱惑，能否
分清公私界限。

爱好书画，欣赏临摹，修身养
性，确属雅兴；爱好博物，业余时间
逛逛旧货店、转转博物馆，也是雅
事。但君子爱物亦应取之有道，倘
若到了玩物丧志的程度，很可能由
此深陷泥潭，难以自拔。这样的爱
好，就绝不是什么“雅好”了。把住
兴趣爱好关，留神投其所好人，为
政之德方可坚守，品性纯洁才不致
污损。慎之，慎之。 李伟峰

2 月 14 日上午，人民
大会堂举行2011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
科学院院士、著名加速器物
理学家谢家麟，中国科学院
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著
名建筑与城乡规划学家吴
良镛获2011年度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

“穷的时候，得到一个面包就很快乐，
物质丰富以后，给你一台电视机也不能让
人开心。”在2月1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广
东省统计局局长幸晓维妙语解释幸福感与
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根据广东省统计局
首次发布的建设幸福广东综合评价报告，
广州市2010年的综合指数达到了84.32，
在全省名列第一。（2月14日《广州日报》）

如今，不少年轻人感觉自己参加
的饭局越来越多。很多人感叹患上了
“饭局焦虑症”。近日，对1704人进行
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56.6%的人感
叹自己的饭局很多。在受访者中，70
后占36.6%，80后占28.9%，60后占
21.9%。（2月14日《中国青年报》）

自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也是终审
——维持原判，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之
后，吴英不死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吴英案只有
最后一道关，那就是浙江省高院死刑案须报批
最高人民法院。前天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
表示，将依法审慎处理吴英案死刑复核。按照
一些媒体和法律界人士的解读，这似乎为吴英
不死留下了希望。

一位纪检干部谈
到近年来日益泛滥的
“雅贿”现象：不送金银
送字画，不献豪宅献古
玩，题字有“润笔”，出
书有“稿费”，在高雅、
温情的面纱之下，进行
着利益交换与输送。

大师学术之外
还有品格

谢家麟院士是中国粒子加速
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吴
良镛院士是新中国建筑教育奠基
人之一、人居环境科学创建者。他
们获得的荣誉、取得的成果及所处
的学术位置都充分证明，他们是当
之无愧的大师级人物。我们感慨
他们的学术成就，也不妨看看他们
学术之外的一些表现。

谢家麟有着诗词、小说、音乐
等众多爱好。“峭壁夹江一怒流，小
舟浮水似奔牛。黄河横渡混相似，
故国山河入梦游”，这是他 1951 年
写的诗。谢家麟胸怀宽广、淡泊名
利，他总结自己漫长的科研人生
时，最念念不忘的是同事、助手、学
生；他对科学始终充满了兴趣，进
入80岁高龄，还带着博士生，开展
创新研究。由此可以看出，谢家麟
与人们平时理解的科学家，有着很
大不同。他热爱科学、淡泊名利、
爱好广泛，同样值得称道。

吴良镛院士在学术之外，同样

有着精彩表现。吴良镛屡屡“怒发
冲冠”，他批评众多城市建设面临
着重重误区。面对北京的旧城开
发，他警告存在过度倾向，提醒北
京有可能成为“二手货城市”；他痛
惜，北京旧城以剃光头的速度和方
式进行改造，“已经像一个瘌痢
头”，“出现一片片‘平庸的建筑’和

‘平庸的街区’”。吴良镛所作所
为，更像今天所热议的“公共知识
分子”，他在关注学术之外，还有良
知有正义。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在就
职演讲中有言，“所谓大学者，非谓

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而大
师之大又在哪里？对于一个学者
来说，学术是立身之本，大师之大
首先在于学术之大。但对于一个
大师来说，仅仅有学术还是不够。
一个大师，既应该在学术上树立标
杆，也应该在品格上成为社会风向
标。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横眉冷
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其对
权贵的蔑视和对民众的谦和，是所
有士人特别是大师的追求，也是大
师之所以赢得尊敬的重要原因。
这里强调的就是品格。无论是研
究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品格都
应该是灵魂，品格应该是学人的自
觉追求、永远追求。

大 师 之 大 不 仅 仅 在 学 术 之
大。有人曾经感慨“大师之后再无
大师”，感慨很大一部分指向的就
是品格。谢家麟、吴良镛两位大师
的学术为人所景仰，他们的品格，
同样为我们所景仰。 毛建春

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合理诉求
春节长假刚过，多地已传来“用

工荒”的声音。“广州和东莞的部分工
厂因为招不到工人不得不推迟开工
日期，浙江流失的工人达六成以上。
企业为了招工纷纷提高工资，有的起
薪已到2000元以上，但反应并不热
烈。”——半停工、工人流失、提薪，这
些与“用工荒”同期出现的词汇总是
如约出现在节后的此类新闻中。

“用工荒”近年的日益凸显，成因
复杂，但其中不可不忽略的一个因素
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诉求与用工
现实之间的错位。以这个因素考量，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扩大，“用工
荒”问题将愈发严峻，并长时间存在。

错位在何处？企业希望招收熟
练工，能够在短期内就产出效益，并
吃苦耐劳；但这些特征在新生代农
民工身上表现并不明显。而新生代
农民工对自己职业的定位，显然更
高：个人的发展空间、工作环境、薪

酬等平等性要求都在他们的考虑之
中。与他们父兄辈农民工吃苦耐
劳、默默无闻的特性相比，新生代农
民工在用工方眼里，被打上了“心态
浮躁”、“挑剔”、“耐受力低”、“不能
吃苦”、“缺乏技术”等负面标签。如
何看待这些负面标签？

事实上，无论新生代农民工的
诉求如何，他们在城市里的身份始
终是农民工。他们与传统农民工一
样，面临共同的问题：工资拖欠、劳
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障水平较
低、职业健康安全保障不足、劳动权
益保障问题。农民工在城市里所面
临的生活、工作状况依旧未变。
据统计，我国现阶段的新生代农民
工，即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
总数约有8487万人，占农民工总数
的58.4%。这样一群受教育程度、平
等意识和维权意识、个人发展渴求
度都高于父兄辈的劳动力大军，在

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所遭遇的现实
并没有改变。而他们不同于父兄辈
的诉求和意识与坚硬的现实之间发
生碰撞时，必然出现用工方眼里的
诸多“负面”特性。

社会不能用他们父兄辈对这些
权益保障不足的“耐受”来要求这一代
农民工，已经亏欠了他们父兄辈农民
工的，不能照旧让他们持续牺牲。如
果我们仍旧以传统农民工的“美好品
德”来要求这一代农民工，所产生的不
仅仅是用工荒之下凸显的“错位”，同
时也必将承受一些负面东西。

所以，“用工荒”不仅仅是一个
经济问题，它的本质是一个社会问
题。8000多万新生代农民工的合理
诉求正成为一种必须严肃对待的命
题，必须以与时俱进的方法恰当合
理地解决，也期待这个问题在3月份
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成为代
表的热点议题。 蔡晓辉


